
*“中国式美学”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建构

□ 韩 伟

内容提要 “中国式美学”是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美学体系。20世纪以来，美学学

科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对西式哲学美学的完全照搬，而是结合文化传统的必要性进行本

土改造，这使艺术美学成为中国美学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美学”实现了对传统美学精

神的深刻继承，显性的功利主义传统与隐性的审美主义传统彼此缠绕，共同构成了塑造

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基因。“中国式美学”又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美学形态，为了更好

地“接着说”，不仅需要将纯粹的知识型研究转向现实观照型研究，更需要在言说方式、

原创体系、现实视角等方面展开系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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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哈尔滨 150080）

从20世纪初“美学”之名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到当下名目众多的本土美学观念，美学在现

代中国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它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学术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古与

今、中与西之间的关系。美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最能彰显民族文化在遇到异质性文化撞击之时

的应激状态，其在中国的发展见证了前现代与现代、地域与全球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过程

中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对现代“中国式美学”的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对这

一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并立足当下语境思考“中国式美学”的未来发展路径。

一、“中国式美学”的形成之旅

我们知道，“美学”属于舶来学科，其形成的标志是德国学者鲍姆加登《美学》一书的出版。

为了实现对情感、感性、感情等因素的考察，鲍姆加登最初以“感性学”定义美学。但是，作为

大陆理性主义的继承者，他并非在经验论维度讨论感性，而是采取了理性的方式研究感性，这便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文论与乐论关系通史研究”（23JZD03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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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一新兴学科带有根深蒂固的抽象、思辨色彩。实际上，我们可以将鲍姆加登视作一个“符号

性存在”，他不过是这一时期整体学术潮流的呈现者而已，对感性和形象思维的重视在当时已逐

渐形成共识。其中较典型者如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他异常重视诗性思维，并将之视作人

类原始思维的肇始点，“第一批人开始以人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作为它的开始”。（维柯，1986，

第 144页）诗性思维的实质就是建立在“以己度物”基础上的形象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与

《周易》呈现的“仰观俯察”“以类相动”的思维方式异曲同工，也代表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

性。在维柯眼中，“诗性智慧”是共通美感的基础，它让人类感性审美具有了普遍性。正是基于

维柯的这些贡献，朱光潜甚至将维柯之于美学学科形成的意义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在 1982年

《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一文中称“其重要性并不下于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朱光潜，1993，第 686页）事实上，正是朱光潜等人对西方美学诗性基因的重视，为美

学进入中国以后的变革做了准备，由此“中国式美学”获得了存在的学理依据。

一直以来，学界对美学进入中国的路径莫衷一是。按照黄兴涛先生《“美学”一词及西方美

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一文的观点，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及华人牧师颜永京是最早的“美学”传播

者。花之安分别在 1873年和 1875年出版了《德国学校论略》（又作《泰西学校论略》）及《教化

仪》等专著，其中开始使用“美学”一词。颜永京于1889年翻译出版了美国心理学家约瑟·海文

的《心灵学》一书，其中将 aesthetics译作“艳丽之学”。如果对上述路径进行概括的话，可以统

称为“欧美路径”。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路径是“日本路径”，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人物是西周。明治

维新以后，日本学界不仅广泛接受西方科技，而且在人文科学方面也进行了大规模引介。其中西

周、中江兆民等人就属于典型代表。西周不仅是 philosophy（哲学）及 category（范畴）等译名的

最早确定者，他还将 aesthetics以“善美学”“美妙学”对应，这为后来中江兆民的“美学”译名

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西方哲学、美学又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早期留日学者的引

介，融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中，并使大量“日语借词”在中国语境中滞留下来。

除了上述两种路径之外，学界对此还存在其他观点，比如王确先生便持一种相对折中的态

度。（王确，2020）在他看来，“美学”经历了相对曲折的中国化路径。花之安与中国学者合作最

早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最初并未在中国本土产生影响，后来他们的著作传到日本，被中江兆民等

日本学者重视起来且产生广泛影响，随即又由中国留日学生引入中国。实际上，上述诸种观点都

有合理性，且有相应证据作为支撑。只不过都为了追求“深刻”或“精准”，而必然地带有了

“片面”的特征。本文认为，抛开细密的具体考证，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在中国学界的出现并

非单独路径所能形成，它是合力的产物。其中，日本学术充当了营造氛围或催化剂的角色，欧洲

美学传统起到了根本影响的作用，两者不可决然分立。这在宗白华、朱光潜等“中国式美学”的

实际缔造者那里表现充分。如果将康有为、王国维等人视作第一代美学引介者的话，那么宗白

华、朱光潜则以特有的方式成为第二代的典型。两相比较，康、王侧重打开研究视野，让国人看

到了西方美学的影子，而宗、朱则实现了对“学科化”中国美学的奠基。

宗白华于1920年赴德国留学，此前曾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主编，这期间他与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多有书信往来。郭沫若承宗白华的发现、提携，得以大量发表新诗，宗白华则

通过郭沫若了解日本学界动态，并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哲学、美学。比如在一次通信中，他称

国内的“德文书籍极少”，请求对方帮忙留意“新书”，并表达了“很想多买些哲学科学文学艺术

的书”的愿望。（宗白华，2008，第 227页）这里提到了“哲学”，一方面其译名源自日本学者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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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表明此时中国学界对日本学术的接受已经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应

该也是宗白华采买书籍的组成部分。与宗白华类似，朱光潜在未出国之前就翻译了英国人竺来佛

的《各国对于心理学之贡献》一文，不仅通过对心理学的重视为后来自下而上式美学研究奠定了

基础，而且在译文中出现了“哲学家”“哲学”这样的日语借词。（朱光潜，1992，第 1页）这进

一步印证了日本学术话语对中国学界的渗透。然而，这与上文提到的美学传入的“日本路径”有

所不同，我们肯定日本学术对中国美学的诱发作用，但主要推动力还是欧洲“原生态”的美学体

系。无论宗白华还是朱光潜，他们出国之后都接受了系统的西式美学教育，在他们的思想中充分

实现了中西理论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的学科化诉求使“中国式美学”的本土特征得以凸显。1961年，延续美

学大讨论的热度，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委托宗白华编写《中国美学史》，意在与朱光潜的《西方

美学史》和王朝闻的《美学概论》一起为美学学科架构教材体系。虽然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

最终并未写成，却产生了两个衍生品：一是《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二是《中国美学史中重要

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基本思路的形成。资料选编起到了奠定文献基础的作用，以“美学视

角”进行辨别、搜集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划定“中国式美学”的域界。《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

初步探索》虽然发表于 1979年，却是宗白华自 1961年以来对中国美学特点、学习方法、历史分

期、重要典籍、美学范畴等问题的总体性思考。事实证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版的李泽厚、

刘纲纪、叶朗、于民等人的各种美学史及资料汇编性专著都属于对宗白华基本思路的贯彻和延续。

在显性层面，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式美学”研究沿着宗白华的路径发展。对于宗白华

的研究风格，李泽厚在《美学散步》初版序言中以“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加以概括，以此

与朱光潜的西方式研究风格相区别。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与宗白华的诗人气质相关，但更重要的

是它与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学”特质相契合。这就是说，原生态的西方美学本质上属于哲学

的分支，重在形而上层面的演绎和推理，可视作哲学美学；而中国美学则是对文学、音乐、书

法、绘画、建筑等诸多门类艺术的总体性理论言说，故可称作艺术美学（事实上，80年代兴起的

文艺美学潮流就属于这一体系）。正因如此，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序言中就将美善

统一、情理统一、认知与直觉统一、自然与人统一、人道主义精神、人生审美境界视作中国美学

的主要特征，用以凸显“中国式美学”的独特性。（李泽厚、刘纲纪，1984，第 23～33页）李泽

厚等人的这些观点得到学界认同，并成为中国美学研究者的基本共识，“中国式美学”成了与

“西方式美学”共用“美学”之名却又分庭抗礼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在隐性层面，“中国式美学”观念的确立及相关研究与朱光潜关系密切。李泽厚在《美学散

步》序言中对宗白华、朱光潜研究风格差异性的认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也仅限于宏

观层面的对比，不可将之绝对化。因为朱光潜的西式美学研究也带有明显的中国视角。一方面，

朱光潜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神思”“冲淡”“恬淡”“风骨”“生气”“天籁”“韵味”“高妙”

“意象”“境界”之类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现了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他在审美取向

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气质，儒道精神在他人生不同阶段交替占据主导。（曹谦，

2018，第 1～24页）中国文化底蕴在《西方美学史》中也发挥影响，典型标志是在行文过程中自

觉的中西比较模式，比如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大宇宙”的看法与中国道家“小周天”的看法

互释，（朱光潜，1990，第 50页）将狄德罗“理想的范本”与中国画论中的“成竹在胸”并置，

（朱光潜，1990，第 296页）将莱辛对拉奥孔化静为动的论述与中国诗歌的诸多名句比附，（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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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1990，第341页）等等。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较之宗白华，朱光潜表现出明显的西学特征，

但在桐城文化的长期浸染下，他的学术中融入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基因，这使其在讨论西方美学过

程中不自觉地带有了中西比较的特征。诚然，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就开始了中西比较的美学

潮流，但其基本路数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带有以西释中的痕迹。朱光潜

的中西比较则相对平等、科学，无论在留学之前的《无言之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西方美学

史》中，都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中西互释”特征，这为后来“中国式美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方法

论支撑。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式美学”的内涵、特征、研究模式等逐渐确立，并走向自觉。作

为对“美学在中国”及“中国的美学”发展阶段的延伸，“中国式美学”以艺术理论为依托，实

现了对哲学美学的内涵置换。概而言之，“中国式美学”虽脱胎于西方美学的学科架构，却是一

种新的美学形态，在其体系中中国传统诗性思维一直发挥作用，关注日常、关注生活、关注生存

是其鲜明特征，道德与美的关系始终没有离开其话语体系，在尊重中国哲学、艺术传统的同时也

吸收西方哲学、美学的合理成分，侧重在比较中归纳原理，阐发思想。就时间节点而言，传统中

国美学是“中国式美学”的奠基期，塑造了现代美学的基本气质。学界对各种美学通史及断代史

的梳理和建构起到了探索中国特色美学研究模式的作用。80年代以后，无论是自主性美学体系

（如“美在意象”）的建设，还是对美学传统、审美现象的研究，都体现出了明显的本土特征，

“中国式美学”体系逐渐成型。

二、“中国式美学”的两种古典基因

“中国式美学”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形态，也是对中国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了更

好地理解它的特征及未来发展路径，有必要挖掘它可能具备的古典基因。宏观而论，中国古代审

美一直在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之间摇摆。虽然这种状态在西方美学史中也同样存在，但在不同文

化体中两种倾向所指涉的具体内涵则有所差异。在中国语境中，功利主义美学源远流长，从孔子

时代的“兴观群怨”到唐宋时期的“文以载道”，道德与政治始终没有脱离审美领域，甚至会出

现理论言说对艺术实践进行硬性阐释和武断规定的情况，比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一章《叙

画质源流》开篇即言：“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张彦远，

2011，第 1页）客观而言，唐代以前的绘画实践虽有实用性特征，却与教化、人伦关系不密切。

但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公共性”理论文字，《历代名画记》必须显示出它的正统性，硬性将绘

画与“六经”相比附，甚至这段文字也是对《毛诗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

风俗”表述的改装。

不仅画论、文论如此，乐论更为明显。《乐记》便是具有这种倾向的元典性著作，其《乐施》

篇称“乐者，所以象德也”，《魏文侯》篇亦称“德音之谓乐”，甚至常被引用的“乐者，乐也”

也不能做断章取义式理解，其中所主张的快乐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感官快乐，它的前提是发乎情止

乎礼，不违背道德，不超越礼法。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面向，不仅显性表现在乐论层

面，而且也对其他各种传统艺术理论进行了全面渗透。在上面提到的《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

就明确将艺术作品的发端归因于“礼乐大阐发，教化由兴”。虽然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却代表了中国传统审美的重要一维，起码在以朝堂趣味为代表的社会显性层面，功利性审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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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市场。与功利主义倾向不同，审美主义倾向侧重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虽然研究者

对审美自觉到底发生在魏晋还是肇端于两汉甚至更早，一直争论不休，但起码表明超功利的审美

主义倾向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并发生过深刻影响。与庙堂趣味不同，审美主义倾向主要由在野文人

塑造，他们一方面具备士人阶层的知识底蕴和审美品味，超越了普通百姓口腹之欲的浅层追求，

另一方面，他们或者由于仕途失意，或者由于天性使然，表现出对自然山水的青睐，这就塑造了

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主义取向。

从文化传统角度来讲，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催生了功利主义倾向与审美主义倾向的张力关

系；从社会治理维度来讲，君贵民轻的等级模式必然产生人性的分裂，这种分裂就导致双重审美

面孔的出现。对于第一方面，王国维曾这样概括：“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

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

隐君子……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

而后者大成于老子。”（周锡山，1987，第30页）这即是说两种思想倾向早在轴心时代以前就已经

初步形成，后来经过儒道两家哲学的体系性生发逐渐具有了文化原型意义，它们又成了审美领域

功利主义倾向与审美主义倾向的思想基础，无论在历史的横向维度还是纵向维度都持续发挥作

用。相比之下，第二方面需要进一步延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主导信仰催生了皇权的

至高无上地位，借助与抽象之“天”的结合，作为“天子”的君主具有了神圣性。在复杂的皇权

体系中，“礼”“法”成了或柔性或硬性的社会治理工具，民众属于它们发挥作用的基本对象，民

间社会成了它们存在的基本场域。于是，人们产生了一套约定俗成且心照不宣的生活逻辑，并自

觉区分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前者服务于主流话语，以积极、服从、利他为表现形态；后者则

服务于民间话语，以娱乐、自由甚至批判为重要特征。这种悖论性社会治理模式延伸到审美领域

就必然产生功利性倾向与审美主义倾向之间的“智慧性”转换。因此，如果说儒道并存是审美张

力的文化原因的话，那么古代社会制度的特殊性是这种复杂审美状况存在的制度根源。

20世纪以来，尽管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传统文化的表层断裂并不意味着审美精

神的中断，功利主义和审美主义作为古典美学的精神内核持续发挥作用。在显性层面，中国现代

美学的形成得益于美学学科的引入，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源自于20世纪早期学者们对古典资源

的现代性审视和研究，这一过程赋予了中国美学初步的“中国式”特征。其中，王国维、梁启超

是早期研究者的代表，同时也是功利主义倾向和审美主义倾向的最主要承载者，他们扮演了上述

两种传统审美倾向对“中国式美学”进行灌注的中介和桥梁角色。“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

学理论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建设美学学科的独立体系”。（聂振

斌，1991，第 56页）事实上，中国早期美学研究者进行美学研究的初步尝试是以王国维为对象

的，即通过对王国维的学习和研究，看到了古代美学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王国维在美学研究

领域成就的“被发现”成了当时学者真正进入古典园地的钥匙。（韩伟，2015）王国维作为中国

古典美学中审美主义倾向的现代代言人，认为美学与文学的性质相似，都具有超功利属性，但是

传统美学往往带有道德和政治味道，在超功利维度与现代美学有不小差距：“其有美术上之价值

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

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周锡山，1987，第 35页）这段话中的“美术”是“美学”

的当时译法。他对“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的艺术作品推崇备至，以此反思中国古代美学的不纯

粹性。这种倾向容易使人感觉到他是以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西方近代哲学“框定”中国传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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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应注意到他在很多著述中对“滋味”“神韵”“兴趣”“境界”“情”“欲”等古典美学范畴

非常推崇，这些范畴或者与老庄哲学有关，或者与明清社会文化密切相连，所以王国维的美学观

念虽然带有西方色彩，但其思想基础以及研究对象是中国式的，其对传统美学审美主义倾向的高

扬对现代“中国式美学”的构建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与王国维的审美主义倾向相异，梁启超是功利主义倾向的现代承载者。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

者之一，其身上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但这种借鉴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为指

导，“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

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

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 1989，文集之七，第 4页）首先，他承认两种

文明的合法性，其次，他推崇两种文明的“结婚”，并将20世纪视作“结婚之时代”。对于两种文

明的主从问题，则带有明显以我为主倾向，这比王国维更加明朗。在审美领域，他倡导“三界革

命”，一方面主张“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

诗”（梁启超，1989，文集之七，第17页），表现出对古典趣味以及艺术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则将

这种追求置于功利主义审美的大框架下，这方面的典型标志就是他将“新小说”看成新民的工

具，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指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

政治，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

超，1989，文集之十，第6～8页）由此足见，他承续的仍然是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基本逻辑，而

且作为文人，他也仍在延续文学艺术为“天地之心”的理想情怀。

可以说，梁启超和王国维是功利主义倾向和审美主义倾向在现代中国美学中的最早呈现者。

他们具有标志性意义，规约了后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方向，比如三四十年代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延续

了审美主义传统，50年代至 80年代的研究者更多呈现功利主义特征。50年代末美学大讨论肇始

点就是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的批判，这场讨论最终将学术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高度，遂使80年代

之前的整体美学研究带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叶朗先生在《美学在北京大学》一文中反思美学大

讨论时称：“第一，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带有‘左’的、教条主义的片面性。……第二，在这

场讨论中，不论是哪一派的美学家，不论主张美是主观的还是主张美是客观的，他们有一点是共

同的，就是他们都把美学纳入认识论的框框，都把审美活动等同于认识活动。”（叶朗，1998，第

221页）审美趣味具有不可争辩性，但认识活动具有价值论味道，这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混

淆提供了契机。90年代以后，随着实践论美学的逐渐落潮，各种美学主张相继出现，但在显性理

论自由的前提下也蕴含着新的趋势，即消费社会带来了人们对快感的追求，审美固有的精神属性

让位给表层感官快感诉求。此种背景下，新型的感官功利主义倾向开始兴起，从而进入了新一轮

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循环模式。

综上，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以特有的表

现形态成为了“中国式美学”的重要基因。与西方美学传统相异，中国美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

教化性与自由性始终交织在一起，上文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姑且将两者分开，实则很难泾渭分明地

区分开来，这种情况成了现代“中国式美学”建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认为，20世纪的

“中国式美学”在总体框架层面虽然无法决然脱离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但在研究思路、研究方

法、关注问题等方面则蕴含着鲜明的中国本土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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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式美学”如何接着说

诚如上述，“中国式美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具备不断发展的潜能。如何在继承传统，

合理吸收西方资源的基础上，总结20世纪以来美学中国化的优秀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美学的知识

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下一步的

“中国式美学”建设起码应该从言说方式、原创体系、现实视角等方面着力，实现“接着说”的

目标。

“中国式美学”要坚持本土言说方式。本土言说方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对中国语言习惯的

坚守；二是合理运用固有范畴和命题，实现中西话语对接；三是继承艺术美学传统，重视感悟风

格的延续。不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习惯和言说方式，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语言风格的差

异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差异，因此语言风格问题关乎“中国式美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必须承认，

20世纪以来对西方典籍的译介对于推动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负面效应亦较为明显，

翻译腔在美学研究中大量存在。对此，我们应该学习朱光潜、宗白华等早期美学研究者的优秀品

质，不仅要将深刻的原理通俗化，更要将西式语言中国化。“中国式美学”不可能闭门造车，它

的建构必然需要合理借鉴外来资源，因此翻译或引用不可避免。但在这一过程中，将外来理论进

行本土言说，并且不被外来表达方式同化，这是“中国式美学”得以形成、普及的重要保障。对

此，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可作为参照。东汉末年安世高最早进行佛经翻译，但译经之初不免带有

“敦兮若朴”“贵本不饰”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三国之后逐渐有所改善。支谦开始重视文采，东晋

道安以“文理会通”为译经宗旨，但二人仍不免带有“直译”征象。这种情况在鸠摩罗什这里得

到了根本改善，原因是他不仅精通佛理，而且通晓梵、胡、汉三种语言，这使其能够游刃有余地

将不同体系的佛经转译为汉文，往往“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僧祐，

1995，第292页），而且在所译经文中间时常夹杂“讲释”内容，起到了很好的注解作用。由此反

观中国现代美学翻译，具备文质彬彬的“中国式”特征的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典型代表是

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他们不仅学通中西，而且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遂使其译作经久耐读。

本土化言说模式的第二个维度是对固有范畴、命题的转化和扩容，实现中西话语对接。合理

借鉴西方术语是学术发展的必要保障，但在此基础上实现术语会通，应该是建构“中国式美学”

的重要路径。近代以来，传统文化经历了多次磨难，古典美学范畴、命题有逐渐失效的迹象，但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失去了转化和扩容的潜能。其中较典型者如“意象”，它一方面保持着中国

本土基因，仍是古代艺术批评中的重要术语，另一方面其也进行了必要的现代扩容，表现为也适

用于指称西方现代派作品中无法用“典型”涵盖的符号性人物。除此之外，诸如境界、生气、韵

味、文以载道等范畴和命题仍具有普遍的指涉能力，它们可以成为中西美学对接的通用术语。上

文已述，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早期美学研究者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对本土化言说模

式的形成进行了充分实验。合理化的范畴、命题对接并非盲目地削足适履或强制阐释，它需要必

要的融通，以及对固有术语的必要改造，是一种主动求变和重新定义的过程。

本土化言说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是延续艺术美学传统，兼顾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朱光潜先生称

“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说明理论言说的过程是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归纳的过

程。上文已述，中国古代理论家往往不追求过多的铺陈式逻辑论证，而是采取艺术化方式诠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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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点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理论、绘画理论、书法理论、乐舞理论中表现突出，不再举例。现

代的“中国式美学”建设绝不是一味复古，继续照搬传统，使理论言说重新回到感悟的老路，而

是要让语言具有中国文化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冲淡美学表述的晦涩性以及西式概念轰炸。目前，

文学理论界在反思“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在文艺美学研究领域也存在“没有美感的美

学理论”的情况。对此，我们还是要提到宗白华，他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艺术中的

虚与实》等文章中重点讨论意境问题，并吸收西方美学的分析模式，将笼统的意境概念具体化为

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维度，但这一界定和分析过程并不晦涩，且用了大量艺术作品

为证据，语言更是诗性十足，娓娓道来。这种感性与理性融合的话语方式应该是“中国式美学”

努力的目标。

现代“中国式美学”的建设除了言说方式的本土化之外，另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原创性美学体

系的建立。客观而言，这方面的努力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学学科初步形成以及研究模式逐渐

走向纵深之后便逐渐显露出来。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和谐美学、意象美学、人生美学、乐感

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等美学主张陆续出现，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能够形成严密本

体论、生存论、价值论系统的还不多见，在众声喧哗的背景下，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美

学体系。笔者曾发表过《20世纪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体系建构与视角转换》一文，文章的结论是

“在 20世纪百年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过程中，原创且具有生长性的内在体系建构并未取得令人满

意的成绩，更多的研究者选择了宏观层面的现象描述和特征探索，潜移默化之中将研究的难度降

低，转移了研究的视角”。（韩伟，2014）这虽然是针对古代美学研究而说的，但同样适用于反思

“中国式美学”建设。上述美学流派多半停留在倡导层面，在系统的体系建构维度上不尽如人意，

研究者或者停留在对美学传统的梳理、命名层面，或者满足于概括中国美学的性质、特征，没有

在体系建构层面过多用力，这成了“中国式美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弊端。

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来祥、叶朗、皮朝纲、陈望衡、蔡锺翔、曾繁仁等学者立足

本土资源，进行了有意义的建构体系性美学的尝试。周来祥从中国文化中的“和”范畴出发，提

出了“和谐为美”的命题，并认为“柏拉图的继承者如古罗马时期的普罗丁，中世纪的奥古斯

丁、托马斯·阿奎那，到德国理性派的莱布尼兹、沃尔夫和鲍姆嘉通，都讲美是和谐”（周来祥，

1987，第88页），结合西方美学传统，将“和”上升到本体论高度。这种做法对于“中国式美学”

构建具有开创意义，只不过对这一本体论命题的理论论证仅仅点到即止，缺少后续的理论提升和

意义建构，遂使其仅仅停留在倡导层面。叶朗在《美学原理》（2009）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中

国美学史大纲》对“意象”的重视，将“美在意象”的观念明确化，受此影响，皮朝纲、夏之

放、姜开成、朱志荣等人都关注意象问题，特别是朱志荣主张“美是意象”，体现出建构意象本

体论美学的勇气。客观而言，虽然叶朗先生和朱志荣先生都坚持己说，但多半属于对古代审美问

题的梳理，并未形成严密的论证体系。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陈望衡“境界本体论”美学、蔡锺翔

“自然本体论”美学、曾繁仁“生生论”美学等思想体系中，它们或者是过去某一时段的特定号

召（如陈望衡），或者是正在起步的理论尝试（如曾繁仁），尚没有达到叶朗先生“美在意象”的

理论圆融度。所以，原创性美学体系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如何立足本土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

学理普遍性的原创理论是摆在当下及未来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实现“中国式美学”的“接着说”目标的落脚点是现实视角。我们知道，西方美学的发展经

历了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日常论的多次转向，中国美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从20世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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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追问，到 80年代对审美实践性的探讨，再到 90年代对日

常生活审美化的热议，也大致呈现了美学研究历史的缩微景观。美学绝不仅仅是凌空蹈虚的抽象

存在，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鲍姆加登意义上的美学尽管带有哲学特有的抽象

性，但其试图解决的感性领域问题，则极具现实性。同样，现代“中国式美学”不能仅仅满足于

抽象的逻辑推演和体系建构，在保持学科属性的前提下还要密切结合现实，对社会审美实践进行

必要的理论总结，甚至理论指导。比如，在数智时代，面对AI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是否

要考虑人工智能美学存在的必要性。短短数年时间，从创作诗歌的微软“少女诗人小冰”、清华

大学“九歌”，到进行图像生成的Midjourney工具，制作短视频的 Sora模型，再到具有强大互动

能力的Deepseek，它们在最大限度解放人类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带来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深刻

变革。审美活动赖以存在的情感和想象在大数据模型的参与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具有鲜明个

体性的情感和想象不再成为艺术活动的必需，代之而来的是基于算法和数据库基础上的“平均

性”情感和想象。它们建立在大众惯性审美基础上，反过来再满足创作者的创作需求，这就形成

了一种可怕的基于算法逻辑的机器内循环。久而久之，整个审美体制将带有明显人工化和数据化

特征。所以，人工智能美学虽然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但它已经真实存在，而且在未来也极

有可能成为美学主潮。除此之外，生态美学、城市美化、美丽乡村、美育浸润等都是当下面临的

现实问题，它们也应该是“中国式美学”关注和讨论的重要方面。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结合

现实问题，实现理性与感性、理论与生活充分融合是“中国式美学”实现“接着说”的可行路径。

综上所述，“中国式美学”是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其建构不仅需要学术史的梳理，更加需

要对其囊括的概念、范畴、命题进行圈定并加以学理性界定。这些工作绝非万余字的文章所能涵

盖，而是需要众多美学研究者集中精力，扎扎实实地开展本体性的系统研究。客观来讲，目前美

学研究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都处于相对小众和边缘状态，加之美学与艺术学的历史性

纠缠，导致现在很多美学研究者有转向艺术学研究的趋向，这些都是“中国式美学”研究面临的

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小众和边缘并不代表不重要，事实上近年来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讨论就表明

了本土化美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与艺术学纠缠也不意味着美学可有可无，这很大程度上是

现代学科划分规则导致的。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跨界”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艺术和审美具

有天然一体性，中国美学的“艺术美学”实质决定了美学与艺术学不可能决然分立。试将当下的

艺术学或美学论著中的“艺术”与“审美”、“艺术学”与“美学”等关键词互换，就会发现不会

影响主旨表达，这似乎最能说明问题。总之，“中国式美学”是对中华优秀审美文化的传承和转

化，它应该在未来的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完全能够与现实充分结合并指导实践，为美丽

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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